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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
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陈 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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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元１—２世纪，随着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地中海世界造船技术
在埃及红海沿岸的传播、埃及红海港口与尼罗河之间交通的改善以及东方商品消
费市场的扩大，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远洋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据穆泽里斯纸草，

２世纪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参与者采取各种举措，力图规避风险，追求利润
最大化。驶航于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商船装载的货物类别多样且价值
不菲，海上贸易参与者经济实力雄厚。随着 “罗马和平”的到来、消费量的增
加、政治竞争的助推和奢靡之风的盛行，罗马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增加，经由
埃及的东方贸易在罗马经济中地位日益突出。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东方贸易比学
者们普遍强调的规模更大、运作更加复杂。东方贸易在帝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

关键词：罗马帝国　海上贸易　埃及　印度次大陆　古代经济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古代文明交往和互动的一个典型，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次大陆的海
上贸易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早在１８世纪，为了考察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对于欧
洲新兴殖民国家经济发展的利弊，法国学者于埃特 （Ｐｉｅｒｒｅ－Ｄａｎｉｅｌ　Ｈｕｅｔ）、康蒂永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和孟德斯鸠等利用老普林尼提供的证据，集中讨论了帝国时代东方贸易对罗马社会经
济及道德的影响。１７７６年，吉本在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强调，东方贸易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
末节，对于帝国衰亡的影响无足轻重。鉴于吉本的权威性，此后，“罗马帝国东方贸易的研究日
渐成为脱离学术正途的旁门左道，是学者为了求奇求怪而进行的一项无意义的博学训练。”①直到

２０世纪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沃明顿在 《罗马帝国与印度的贸易》中从
海陆贸易线路、物品类别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不久，在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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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海上贸易与公元前８—前２世纪东地中海社会经济研究”（１７ＢＳＳ００８）阶段
性成果。

关于１８世纪欧洲学者的研究概述，参见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Ｍａｉｕｒ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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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５，ｐｐ．１－５，所引参见ｐ．５．



中，塔恩专列章节讨论贸易活动对希腊和印度文明的影响。①因丰富的史料和开阔的视野，上述
学者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考察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必读书目。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的主流观
点仍大多停留在强调罗马帝国海上贸易规模相当有限，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奢侈品交
换，在帝国经济中不值一提。②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材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
视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地位。一方面，全球史视野下新海洋史的研究特别强调 “人”和运行
机制的地位和作用。③另一方面，新史料 （纸草、铭文、陆上和水下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新
方法 （霍登和珀塞尔的微观生态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④在此背景下，若
能使用新材料，通过古代世界跨区域交流的微观个案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前辈学者主
要基于传统文献、从西方视角、以商品为中心的某些陈规。⑤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史
料，首先分析１—２世纪埃及与印度次大陆⑥海上贸易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其次，以穆泽里斯纸
草为基础，讨论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之间海上贸易的融资形式、参与者的经济地位、贸易规模等
具体问题；最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管窥帝国盛期罗马经济结构的某些侧面，并试图回答东
方贸易是否仅限于奢侈品交换，贸易规模是否相当有限，在帝国经济中是否完全不值一提等问题。

一、古代埃及与印度次大陆远洋贸易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般认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埃及与印度洋西海岸早已存在一定程度的海上交往。⑦但近
年来的考古成果证明，地中海世界与次大陆的贸易往来可能不会早于托勒密时代晚期。在次大
陆各地相继出土了数量不等的产自地中海世界的玻璃、陶器、金属、钱币、酒、橄榄油等器物，

时间跨度从公元前２世纪到公元３世纪初的塞维鲁王朝。⑧即便在托勒密时代晚期，双方的交往
仍以间接方式为主，且不够频繁。一方面，据斯特拉波记载，托勒密八世统治时 （？—前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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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从埃及驶往亚丁湾的商船不足２０艘，与罗马帝国初期尚不可同日而语。① 另一方面，

从埃及到次大陆可能还未实现远距直航。②到罗马帝国初期，埃及红海沿岸港口与印度次大陆
西海岸港口之间的海上交通不但实现了直航，而且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据斯特拉波记载，

公元前后，每年从埃及红海的米奥斯·荷尔莫斯港驶往印度的商船已多达１２０艘。③埃及红海沿
岸港口与印度次大陆之间大规模远洋直航贸易的顺利开展，需满足以下四个基本前提。

首先，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 （或再发现）。印度洋季风是指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西海岸每年
冬天刮吹的东北季风和夏天盛行的西南季风。其中，西南季风潮湿猛烈，常与狂风暴雨相伴；

东北季风柔和干燥，常与晴朗天气相随。④一般认为，季风规律是由一位身份不明的水手希帕鲁
斯 （Ｈｉｐｐａｌｏｓ）发现。⑤ 其实，印度洋沿岸的水手早已发现了季风的规律并借助季风从事海上贸
易，⑥ 希帕鲁斯的 “发现”使希腊人开始利用季风从事海上活动，使地中海—红海航线与业已存
在几千年的北印度洋航线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埃及红海沿岸港口与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远洋直
航贸易成为可能，增加了东方产品经亚历山大里亚进入地中海世界的数量。如果上述说法可信，

那么埃及到次大陆的远洋直航贸易大约始于公元前２世纪末期。北印度洋季风规律的 “发现”

使埃及红海沿岸港口的船只能够更加快捷地驶往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并于同年返航，而不必沿
马干海岸缓慢前进，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航行时间大大缩短，频率和数量大大增加。

其次，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造船技术在埃及红海沿岸各港口的传播。如前所述，实现埃及与
次大陆的远洋直航需借助印度洋季风，但正如美国水务中心出版的 《印度西海岸航行指南》强
调的那样，西南季风盛行时，该地区 “或许是地球上风浪持续时间最久、强度最大的水域”。⑦

卡松断言，“通过海路前往印度从事商业冒险所搭乘的商船必须船体坚固、运载量大，才可能经
受狂风暴雨相伴的西南季风及其带来的巨大破坏力。”⑧

在前伊斯兰时代，航行于印度洋的传统船只构造相对简单，载重量较小，不太适合远洋航
行。从船舶制造技术看，印度洋周边的船只传统上采用缝接式 （或称瓦叠式）构造。由于技术
原因，此类船只抗风浪能力不强，一般不适宜远洋航行。从载重量看，在罗马人到来之前，航
行于阿拉伯海和红海的船只载重大多仅有１０—３０吨。⑨即便１５世纪，载重超过２００吨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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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６．１００；Ｐｅｒｉｐｕｌｕｓ，５７．近年来学者们对此看法提出了质疑，参见Ｆ．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Ａ．Ｔｃｈｅｒｎｉａ，ｅｄｓ．，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ａｎｏｈａｒ，１９９７，ｐｐ．７７，２５０，２６０．
佩德森认为，早在公元前３千纪，阿拉伯海周边居民可能已利用季风通过近海航行从印度到达美索不
达米亚，参见Ｒａｌｐｈ　Ｋ．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ｌｇａｍｅｓｈ　Ｅ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ｆｏｒ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４，２００４，ｐｐ．
２３１－２３８．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ｖ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ｔｏ　Ｉｎｄｉａ，”ｐ．９．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Ｒｏｍ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Ｓｅａ　Ｖｏｙａｇｅ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１０，１９８０，ｐｐ．３５－３６．
Ｔｏｍ　Ｖｏｓｍ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ｅａ：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ｅｄ　Ｂｏ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ｆｏｒ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０，２０００，ｐ．２３７．



船只也非常少见。①下文即将谈到，埃及红海港口到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航行耗时费力，参与贸易的
借贷双方需动用十余名人员，成本很高。如果船舶载重量太小，赢利未必能够偿付成本。概言之，

航行于阿拉伯海的东方船舶船体不够坚固，吃水量小，载重量有限，不仅难以抵御开阔洋面上狂暴
的西南季风，而且也无法带来足够的利润。因此，即便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很早发现了季风的规
律，但因受限于船舶的制造技术，仍无法大规模开展跨越阿拉伯海的远洋直航贸易。

直到地中海世界的造船技术传入红海沿岸港口后，出红海、跨越北印度洋的直航贸易才可
能实现。与航行于阿拉伯海的缝接式船舶不同，采用地中海世界造船术制造的船只船体坚固、

载重量大，适合远洋航行。从造船技术看，希腊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多采用榫接式构造。同
时，他们还常为远洋船舶包裹铅质外壳，准备大量缆绳，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加固船体。船舶的
风帆多为方形阔帆，主桅杆较短，适宜顺风航行。从制造船舶的原料看，他们很少使用芦苇杆，

而选用枞木、雪松、柏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制作龙骨、肋材或铺板。②就载重量而言，采用榫接
式构造的海船远超航行于阿拉伯海的缝接式船只。文献和水下考古表明，公元前４—前１世纪铭
文所载的航行于地中海的船只平均载重量为１１８吨；公元前后航行于地中海的船只平均载重量
约为３００吨；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载重量超过１０００吨的船只。③概言之，公元前后，采用榫接技
术建造的海船质材坚固、抗风浪能力强、载重量大，适于远洋航行。

希腊化时代之前，红海沿岸各民族主要使用缝接式船只。④自托勒密二世时期 （前２８５—前

２４６）起，为了运送从北部苏丹摩洛埃王国捕获的战象，萨提洛斯 （Ｓａｔｙｒｕｓ）决定采纳地中
海世界的榫接技术，建造载重量大、由风帆驱动的运象船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ｅｇｏｉ）。公元前２５／２４
年，为了征讨阿拉伯人，斯特拉波的好友埃及行政长官加鲁斯 （Ａｅｌｉ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在红海最北
端的港口阿尔西诺埃 （今苏伊士）建造了８０艘战船和１２０艘运货船。⑤考古材料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托勒密—罗马时代贝雷尼塞、米奥斯·荷尔莫斯等埃及红海港口建造或整修榫接式船舶
的事实。⑥总之，随着希腊罗马人在红海沿岸活动的频繁，结构坚固、风帆伸缩更加迅速有效、

载重量更大的榫接式船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红海洋面上，为实现１—２世纪埃及与印度远洋直航
贸易提供了技术保证。

复次，连接埃及红海沿岸海港与尼罗河中游河港之间的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修建。众所周知，

红海海域礁石漫生且多浅滩，北部尤甚；因受印度洋季风和气旋的影响，南北风向各不相同。⑦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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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船舶构造，ｐｐ．２０５－２１３；风帆和索具，ｐｐ．２３９－２４３．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８３－１９０．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１－１６．
Ｓｔｒａｂ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１６．４．２２－２４．
贝雷尼塞考古发现了凿有榫眼的柚木和雪松残段、风帆和索具残片、若干长达２０厘米的青铜长钉、大
量稍短的铁钉和一块重达９５公斤的铅质船体护罩。这些物件都是地中海榫接式船舶的主要构成部分，

铅质船罩更是大型远洋商船的重要特征。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Ｂｅｒｅｎｉｋｅ（Ｒｅｄ　Ｓｅａ　Ｃｏａｓｔ），Ｅｇｙｐｔ，”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
Ｒｏｍ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６，２００８，ｐｐ．３０７－３０８．米奥斯·霍尔莫斯考古，参见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９５，２０９－２１０．
Ｊｏｈｎ　Ｐ．Ｃｏｏｐｅｒ，“Ｎｏ　Ｅａｓｙ　Ｏ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ｉｌ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ｅｖａｌ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ａｒａ，ｅｄ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ｉｐ－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ｓｍｏｕｔｈ：Ｔｈｏｍｓｏｎ－Ｓｈｏｒｅ，２０１１，ｐ．１８９．



１—２世纪的红海地区，尤其是北部亚喀巴湾和苏伊士湾海盗肆虐，严重威胁着海上贸易的正常
进行。① 因此，途经东部沙漠、连接埃及红海中部和南部港口与尼罗河中游河港的道路对于埃及
与次大陆的海上贸易至关重要。

自公元前３世纪中叶起，托勒密王朝在红海沿岸新建了贝雷尼塞、米奥斯·荷尔莫斯等港
口；到２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生活的时代，埃及红海沿岸自北向南有克吕斯玛、菲洛特拉斯、

米奥斯·荷尔莫斯、琉科斯·利门、尼凯西亚、贝雷尼塞等六座规模较大的港口。②这６座港口
中，以中部的米奥斯·荷尔莫斯和南部的贝雷尼塞最为重要。③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相继整修
了从埃及红海中部、南部港口到尼罗河中游河港科普托斯、凯涅波利斯、阿波利诺波利斯的道
路；道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修建有贮水罐、水井、驿馆 （其中一些驿馆可同时供２０００人休
憩④）、堡垒、瞭望塔、堆石界标等基础设施；并派遣军队保护商旅免遭沙漠地区贝都因、美德
吉、布莱米等游牧民族的劫掠。⑤哈德良在位时修建了平均宽度超过１０米的哈德良大道，将北起
安提诺波利斯、南到贝雷尼塞的埃及红海沿岸大小港口连接在一起。⑥

官方的投入和参与，为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远洋直航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
障，使运送东方商品的商船尽可能降低了遭受浅滩、逆风和海盗侵扰的可能性，并在较短的时
间内将商品大规模运往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等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区域。

最后，内战的结束和 “罗马和平”的到来，开启了埃及与次大陆大规模远距直航贸易所需
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正如１世纪末２世纪初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埃皮克泰图斯 （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强
调的那样：“凯撒 （屋大维）为我们带来的和平是多么伟大！帝国境内不再有战争和冲突，不再
有绿林大盗或横行无忌的海盗；在陆上人们可以不分昼夜地穿行，在海上可以从日出航行到日
落。”⑦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使帝国对东方产品的
需求激增，也诱使个人大规模投资海上贸易。⑧

总之，随着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地中海世界造船技术的向东传播、埃及东部沙漠地区
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导致罗马帝国对东方商品需求数量的增
加，公元前后，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大体形成北印度洋近海航路和
利用季风远洋直航两条相对成熟的海上贸易路线。⑨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利用季风的远洋航行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近海航路的重要性，强化了埃及与次大陆之间直接的海上贸易联系。必须指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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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３．１３．９．
Ｗ．Ｓｃｈｅｉｄｅｌ，“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ａｒａ，ｅｄ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ｉｐ－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２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ｎ　Ｐｏ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ｎ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　Ｈｏ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ｏｎ
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ｅｄｓ．，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４，ｐ．４５８；张绪
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管利用季风的直航贸易具有速度快、装载量大、受地区局势影响小的优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陆上
贸易和近海贸易。拉什邦估计，经红海的远洋贸易与经帕尔米拉的海路贸易的数额大体相当。①

二、穆泽里斯纸草

相较航行路线，探究１—２世纪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运作过程及在社会经济中
的地位更加重要。虽然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红海航行志》等文献记载及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
可资参考，但就古代经济史研究而言，传统文献的可信度和代表性历来颇受质疑；考古材料也
受偏向性、有限性和特殊性的影响。②由于上述材料的局限，近年来，纸草文书日益受到研究者
的重视。这是因为纸草文书具有 “非意识性和短暂性特征”，其目的不是追逐声名或垂训后世，

可信度比 “引领公共舆论和昭示子孙后代”的铭文更高。纸草所载内容主要涉及私人遗嘱、契
约、收据、信函、账目、备忘录等，反映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 “聚焦于具有超凡智慧的
杰出人物”的历史著作更具代表性。③关于纸草文献在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巴格
诺尔强调：“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中，没有一个社会提供的证据能够像埃及纸草那样，如此丰富地
反映出形形色色个体生活中的文化互动的运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想要像认识埃及那
样认识古代世界的其他部分，将取决于发现纸草那样的文本。”他进一步指出，只要 “细致地分
析 （纸草）原文，从其他史料中获得关于文化背景的信息，基于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种种潜在假
设而依据 ‘常识’拒绝某些可能性”，得出事实的真相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④

本文讨论的这份纸草文书于１９８０年由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购入，因正面是一份从次大陆南部
穆泽里斯⑤到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的海上贸易贷款契约副本，所以被称为 “穆泽里斯纸草”。纸
草所载内容用当时通行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语 （ｋｏｉｎê）写成，出处不明。但鉴于并非制作木
乃伊容器的材料，学者们普遍推断它可能出自法雍 （Ｆａｙｙｕｍ）的一个村庄或来自奥克叙伦库斯
（Ｏｘｙｒｈｙｎｃｈｕｓ）。早在古代，纸草首尾两端已被撕毁，这大概是有人想用空白处记录其他内容，

中间有字的部分被随手扔弃，意外保存至今。⑥上述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穆泽里斯纸草可能是２世
纪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一份普通贷款文书。从纸草使用的语言可以推断，参与此次海上贸易的
借贷双方可能来自埃及或帝国东部某个行省。⑦就此而言，这份纸草文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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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ｅ，Ｔ．４６（２０００），ｐ．４７．
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参见陈思伟：《树木与森林：近年来欧美古希腊罗马
经济史研究方法述评》，《世界历史评论》第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７５—１９７页。

Ａ．Ｓ．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Ｃ．Ｃ．Ｅｄｇａｒ，ｅｄｓ．，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ｐｙｒｉ，ｖｏｌ．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ｘ－ｘｉｉ．
巴格诺尔：《阅读纸草，书写历史》，宋立宏、郑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９—１２１
页，所引见第１２１页和第３５页。

２０世纪的学者一般认为穆泽里斯是今印度西南马拉巴沿岸的科兰加努 （Ｃｒａｎｇａｎｕｒ），譬如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ｌｕｓ　Ｍａｒｉｓ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ｉ，ｐ．２９６．但最新考古成果更趋向于将帕塔那姆 （Ｐａｔｔａｎａｍ）与穆
泽里斯联系在一起，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ａ　Ｔｏｍｂｅｒ，Ｉｎｄｏ－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Ｆｒｏｍ　Ｐｏｔｓ　ｔｏ　Ｐｅｐｐｅｒ，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３９．
帝国初期，埃及和帝国东部行省的居民以希腊语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言，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ｅｓｅｒｔ，Ｃａｉｒｏ：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８９－１９２．



表性。自１９８５年荷兰学者哈劳尔和西吉佩斯泰因整理译注以来，该文书被收录在两个不同辑本

中，① 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研究帝国初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重要材料。卡西

欧强调，“穆泽里斯纸草毫无争议地成为 （研究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基石……它提供

了一份可靠的材料，借此我们不但可以从定性的角度，更重要地，从定量的角度评估罗马帝国

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②鉴于这份纸草文书的重要性，根据 《维也纳希腊纸草》第４０８２２号

的整理补遗结果，笔者将纸草正面的内容翻译如下：

［１］……你其余的代理人或管事，至于前往科普托斯的额外费用，我会按契约的规定

将……交给你的赶驼人……；我首先会在 （他们的）护卫下穿越沙漠，将 （货物）运送到

科普托斯的征税货仓，［５］并将货物置于你本人、你的代理人或他们在场的任何一人掌控，

封条为记，直到这些货物被装运到 （停泊在）河上的商船中；接下来，我将在规定的时间

内将货物搬运到一艘安全可靠的商船；最后，我会随船顺流而下，将货物运往亚历山大里

亚征收四分之一税的货仓，并 （同样地）将货物置于你本人或你手下人的掌控，封条为记。

［１０］对于从现在开始到缴纳四分之一税结束时止的所有船运开支、货物在沙漠地区的运

费、河岸码头挑夫的搬运费及其他一切意外开支……如果前往穆泽里斯的借贷契约规定的

还款日期已到，我却未能按时付清前述归于我名下的贷款，［１５］你本人及你的代理人或管

事可不经法庭宣判和授权，享有完全占有前述抵押品的权利；在缴纳四分之一税后，可如

你所愿将剩余四分之三的货物随便运到哪里；如果愿意，你也可将 （纳税后的）剩余货物

用于销售或用作抵押，［２０］也可将其转让他人；也可如你所愿处理这些作为抵押的货物，

按当前市价将其购买，并根据契约规定，扣除前面谈到的贷款，按契约条款的规定，承担

你本人和你的代理人或管事的责任；我则不受 ［２５］任何指控；销售 （货物）后多余的款

项归作为债务人和抵押品提供者的我 （债务人）所有，不足由我承担……

如今学者们对于纸草正面所载是一份海事贷款契约、抵押凭证还是契约副本，以及签约地

点等具体问题存在一定分歧，③ 但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尽管这一纸草文书最前部分的内容遗

佚，但仍可从中清楚了解从次大陆西海岸穆泽里斯港到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海陆贸易行进路线

及运作过程。债务人以即将在次大陆南部购买的货物为抵押，从债权人借得一笔款项 （文书中

并未言明，但数额颇大）经营海上贸易。这位商人利用印度洋季风从穆泽里斯运送货物到红海

沿岸某个港口 （或许为米奥斯·荷尔莫斯）。到港后，在债权人的代理人或管事的监督和帮助

下，利用驼队驮运货物，穿过埃及东部沙漠，６—７天后将其运送到尼罗河中游港口科普托斯。④

最后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亚历山大里亚港，并在此缴纳入境税款 （实物税，

税率为货物的四分之一）。货物沿途缴纳的所有赋税、驼队的运费以及河运所需费用可能皆由债

权人承担。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后，债务人可自行售卖，但需在规定时间⑤内偿清所借款项；为了

确保资金快速回笼，他也可将全部货物以 “当前市价”转卖给债权人。作为海事贷款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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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 是 Ｐａｐｙｒｕｓ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ｅｎｓｉｓ　Ｇｒａｅｃｕｓ （简 称 Ｐ．Ｖｉｎｄｏ．Ｇ．）４０８２２ 和Ｓａｍｍｅｌｂｕｃｈ　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Ｕｒｋｕｎｄｅｎ　ａｕｓｇｙｐｔｅｎ（简称ＳＢ）ＸＶＩＩＩ　１３１６７。两个版本在补遗的内容上稍有差别。

Ｅｌｉｏ　Ｌｏ　Ｃａｓｃｉｏ，“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ｉｎ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Ｍａｉｕｒｏ，ｅｄｓ．，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Ｎｉｎ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ｄｏ－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ａｄｅ，ｐ．１６５．
相关讨论参见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ｐ．３９－４０．
Ｓｔｒａｂ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７．８１５．如在贝雷尼塞卸货将花１１—１２天。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６．１０３．
公元前４世纪雅典海事贷款还款期限是货物到目的港后的２０天，拉什邦认为该宗借贷由于数额太大，还
款期限可能为１年。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４２．



海上航行及货物运送过程中，如因风暴、海盗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标的物部分或全部受损，债
务人所欠债务皆可免除。①

穆泽里斯纸草的背面记载了赫玛波隆 （Ｈｅｒｍａｐｏｌｌｏｎ）号商船运抵亚历山大里亚的货物种类
和价值。一般认为，纸草背面原本有四栏，记载着货物类别、数量及价值，但如今仅余最后一
栏的内容保存相对完好② （倒数第二栏破损严重，仅存一些货物的重量和价值单位③）。纸草背
面最后一栏所载内容的译文如下：

……恒河甘松：６０箱，其价值 （已在亚历山大里亚缴纳了四分之一税）按箱计，每箱４５
德拉克玛，共计４５塔兰特。［４］象牙：首先 （Ａ），完好象牙 （Ａ１）：重７８塔兰特５４．７５明
那；转换为征收四分之一税时的重量单位 （每塔兰特征收９５罗马磅④）为７４７８罗马磅，扣
除针对商人征收的入境税 （在亚历山大里亚征收四分之一税）计算，象牙 （每塔兰特缴纳

９５罗马磅）重７２９１罗马磅或７６塔兰特４５明那，其价值 （扣除四分之一税）为７６塔兰特

４５００德拉克玛。［１１］征税员 （ａｒａｂａｒｃｈｉ）征缴后的剩余部分⑤ （Ａ２）重１１．７５明那；该部
分还未征收四分之一税，但仍需缴纳；同样按每明那价值１００德拉克玛计，价值１１７５德拉
克玛；完好象牙总价值７６塔兰特５６７５德拉克玛。 ［１６］有破损的象牙 （Ｂ）重１３塔兰特

９．７５明那；与此前一样，扣除缴纳的四分之一税，重１２１４罗马磅；征收入境税时，商人的
货物重量为１２塔兰特２７明那；按每明那价值７０德拉克玛，计８塔兰特４２９０德拉克玛。与
此前一样，（征税员）征缴的货物也需缴纳四分之一税，重２２．７５明那；按每明那价值７０德
拉克玛计，价值１５９２德拉克玛３奥波尔。破损象牙总价值８塔兰特５５８２德拉克玛３奥波
尔。［２５］所有象牙总价值８５塔兰特５５５７德拉克玛３奥波尔。“赫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６
种货物总价值１１５４塔兰特２８５２德拉克玛。

纸草背面逐一列出最后一栏所载货物的类别及价值，并在结尾处合计了所有货物的总价值。遗
憾的是，由于破损严重，纸草并未告知前三种货物到底为何 （占总价值的８８．７１％）。穆泽里斯纸草
中明确记载的三种货物分别是：６０箱恒河甘松，每箱价值４５００德拉克玛，总价值４５塔兰特；完好
象牙重７８塔兰特５４．７５明那，每明那价值１００德拉克玛，总价值７６塔兰特４５００德拉克玛；破损
（ｓｃｈｉｄａｉ）象牙⑥重１２塔兰特２７明那，每明那７０德拉克玛，总价值８塔兰特５５８２．５德拉克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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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Ｉ－ＩＩ　ＡＤ，”ｉｎ　Ｅｌｉｏ　Ｌｏ　Ｃａｓｃｉｏ，

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ｏ　ｅ　ｍｏｎｅｔａ　ｎｅｌ　ｍｏｎｄｏ　Ｒｏｍａｎｏ，Ｂａｒｉ：Ｅｄｉｐｕｇｌｉａ，２００３，ｐｐ．１９７－２３１．
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４３；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ｏａｎｓ：Ｐ．Ｖｉｎｄｏｂ．Ｇ．４０８２２，”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Ｐａｐｙｒ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ｉｋ，Ｂｄ．８４
（１９９０），ｐｐ．１９５－２０６．
倒数第二栏所载货物，见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ｏａｎｓ：Ｐ．Ｖｉｎｄｏｂ．Ｇ．４０８２２，”ｐｐ．
１９７－１９８．
Ｌｉｂｒａ，约合四分之三磅或０．３２３公斤。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ｏｕｔｅｒ，Ｏｘｆｏｒｄ　Ｌａｔｉ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１０２６．
卡森认为，到达红海沿岸港口后，针对不同货物需先向驻港口的征税员缴纳２．６％—２．８％的港口税；

到达亚历山大里亚后，这一部分货物仍需报关，缴纳关税。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ｏａｎｓ：Ｐ．Ｖｉｎｄｏｂ．Ｇ．４０８２２，”ｐ．１９９．
ｓｃｈｉｄａｉ所指不明。卡森和德·罗曼尼斯认为是纺织品。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ｏａｎｓ：

Ｐ．Ｖｉｎｄｏｂ．Ｇ．４０８２２，”ｐ．２０１；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ｏ，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ｆｉｓｃａｌｉｔà．Ｓｕ　Ｐ．Ｖｉｎｄｏｂ．
４０８２２ｖｅｒｓｏ，”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　ｄｅ　Ｒｏｍ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Ｔ．１１０，ｆａｓｃ．１，１９９８，ｐ．１４．但从上
下文看，ｓｃｈｉｄａｉ指 “碎片”，所以拉什邦 “破损象牙”的补释可能更有说服力。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４４．



象牙总价值共计８５塔兰特５５５７．５德拉克玛。此次从次大陆购回的６种货物总价值约合１１５４塔
兰特２８５２德拉克玛。①不可否认，因为征税过程中货物的重量和价值单位发生了多次转化，计算
结果可能出现一些误差，但这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会对贸易规模和参与者经济地位的总
体评价产生太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纸草记载的是货物纳税后的价值。纳税之前 “赫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货
物总价值约为９００万塞斯退斯。此外，纸草并未交待上述价值是在穆泽里斯的成本价还是货物
运送到亚历山大里亚后的售价。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当时这些货物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售价。

因此，有必要推算在次大陆购入这批货物的成本价。虽然老普林尼对东方产品在罗马的售价有
一定记载，并宣称商人以１００倍的价格将货物卖给他们。②但他明显的道德训诫倾向，无助于判
定这批货物的成本价。鉴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纸草破损处记载的货物主要是产自穆泽里
斯周边地区的胡椒，③或许布罗代尔关于中世纪晚期胡椒利润率的推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据布
罗代尔估计，１公斤胡椒 （因种类、品质不同）在印度售价大约１—２克白银，运抵亚历山大里
亚后价值为１０—１４克，运抵威尼斯时为１４—１８克，运抵北海沿岸地区时高达２０—３０克。④换言
之，产自穆泽里斯周边地区的胡椒在运抵亚历山大里亚后可能会升值５—１４倍，为计算方便，

取平均值为９倍，那么，这船货物 （主要是胡椒）在次大陆的收购价格大约为１００万塞斯退斯。

三、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运作

贸易物品、资金来源、参与人员及其经济状况、贸易的规模和水平等运作细节，是考察１—

２世纪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时需进一步思考的基本问题。作为一则典型个案，穆泽里斯纸
草记载的内容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无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贸易物品

贸易物品是学者们很早就关注的基本问题。他们大多认为，来自东方的产品主要为奢侈品；

其受众有限，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精英 “炫耀性”消费，在地中海世界的销量有限；因此，东
方贸易在罗马帝国经济中所起作用无足轻重。在他们看来，海上贸易的大宗物品理应是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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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莫雷利和德·罗曼尼斯最新的计算结果是１１５１塔兰特５８５２德拉克玛，合６９１１８５２塞斯退斯。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ｏｒｅｌｌｉ，“Ｄａｌ　Ｍａｒ　Ｒｏｓｓｏ　ａｄ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Ｉｌ　ｖｅｒｓｏ（ｍａ　ａｎｃｈｅ　ｉｌ　ｒｅｃｔｏ）ｄｅｌ‘ｐａｐｉｒｏ　ｄｉ　Ｍｕｚｉｒｉｓ’（ＳＢ　ＸＶＩＩＩ
１３１６７），”Ｔｙｃｈｅ，Ｔ．２６ （２０１１），ｐ．２１４；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Ｓｕｄｏｋｕ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ｏ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Ｐｅｐｐｅｒ，Ｍａｌａｂａｔｈ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ｒｔｏｉｓｅ　Ｓｈ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ｇｏ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ｍａｐｏｌｌ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２７，２０１２，ｐ．１０１．
长胡椒、白胡椒、黑胡椒的售价，参见 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１２．１４．２８；１００倍的价格参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６．１０１．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Ｔｒａｄｅ，”ｉｎ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Ｍａｉｕｒｏ，ｅｄｓ．，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Ｎｉｎ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ｄｏ－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３５－１３９；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ｏｒｅｌｌｉ，“Ｄａｌ　Ｍａｒ　Ｒｏｓｓｏ　ａｄ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Ｉｌ　ｖｅｒｓｏ（ｍａ　ａｎｃｈｅ　ｉｌ　ｒｅｃｔｏ）ｄｅｌ‘ｐａｐｉｒｏ　ｄｉ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ＳＢ　ＸＶＩＩＩ　１３１６７），”ｐｐ．１９９－２３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１５ｔｈ－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Ｉ，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ｒａｎｓ．
Ｓｉ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ｏｏｋ　Ｃｌｕｂ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８３，ｐ．４０５．尽管布罗代尔的数据主要针对中世纪晚
期，但在霍顿和珀塞尔看来，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东西方海上贸易大体相同。参见陈思伟：《微观生态视
角下的地中海史研究》，《全球史评论》第９辑，第２６３页。



橄榄油和葡萄酒，① 很难想象奢侈品的贸易规模能够与上述三种商品相提并论。

穆泽里斯纸草背面记录的贸易物品可知的仅包括甘松、象牙和至今未能确认的ｓｃｈｉｄａｉ。遗

憾的是，因前三栏破损严重，纸草并未保存这位商人购自次大陆的其他货物类别。德·罗曼尼
斯和莫雷利根据 《红海航行志》和穆泽里斯港周边地区的主要物产推断，这三种货物应当是胡

椒、玳瑁和肉桂，其中大部分是胡椒。②因两人对于胡椒的估价不同 （莫雷利认为每明那价值２４
德拉克玛，德·罗曼尼斯认为只有４德拉克玛），所以对 “赫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胡椒数量的
计算结果分歧很大。莫雷利认为本次输入的胡椒不到１４０吨；德·罗曼尼斯认为多达５４４吨。③

古代文献和考古证据有助于深入了解其他来自东方的商品。２世纪中后期，罗马法学家埃利

乌斯·马西亚努斯 （Ａｅｌｉｕｓ　Ｍａｒｃｉａｎｕｓ）编订的一份法律文书罗列了彼时亚历山大里亚港征税货
物的明细，其中包括：

肉桂、长胡椒、ｆｏｌｉｕｍ　ｐｅｎｔａｓｐｈａｅｒｕｍ （一种香料）、枸杞叶、广木香、甘松香、图里
安桂皮、桂皮、没药、春砂仁、姜、肉桂叶、印度香树、白松利、阿魏、沉香、伏牛花、黄
芪、阿拉伯玛瑙、小豆蔻、肉桂皮、亚麻细布、巴比伦毛皮、帕提亚毛皮、象牙、印度铁

器、原棉、ｌａｐ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ｕｓ（一种宝石）、珍珠、缠丝玛瑙、鸡血石、海蓝宝石、绿宝石、钻
石、天青石、绿松石、绿玉石、玳瑁、印度或亚述药材、生丝、丝制外衣、彩绘挂饰、亚

麻精纺品、丝线、印度阉人、狮子、豹子、黑豹、紫色布匹、羊毛布、胭脂、印度毛发。④

查士丁尼颁布的 《学说汇纂》收录了这份征税文书，故保存至今。在这份被称为 “亚历山
大里亚关税名录”的法律文书中，共列出５４种货物；虽然其中一部分来自东地中海地区、尼罗

河谷和阿拉伯半岛，但大多数来自远东地区，其中有印度生产的香料、宝石、织物，更有产自

中国的生丝、丝线和丝制品。

谈及古代海上贸易商品时，学者们总会采用奢侈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二分法，并试图以

此阐明古代经济的属性。近年来，福克斯霍尔力图修正这种二分法，强调在奢侈品和日常生活

必需品之外，还存在众多介于二者之间、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半奢侈品。⑤ “征税名录”和
《红海航行志》中谈到的粗制织物和大米是日常生活用品。⑥在贝雷尼塞考古出土的产自东方的高

粱、绿豆、竹子、醋栗、玻璃珠和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大麦、小麦、葡萄酒、腌鱼等物品数量颇
丰，但价值不高，⑦无疑应属于日常生活用品。除丝绸、钻石、蓝宝石、珍珠、玛瑙等确定无疑

的奢侈品外，富有异域特色的食物和其他农产品、精工织物、工艺品 （比如象牙）、普通珠宝，

是既能满足人们生活必需，又能改善生活品质的半奢侈品。近年来，不少学者认识到，东方产
品，特别是香料和一些农产品，譬如 “赫玛波隆”号商船运回的甘松、胡椒等，因宗教、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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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Ｍ．Ｉ．Ｆｉｎｌｅｙ，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Ｈｏｒｇａｒｔ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３３．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３５－１３９；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ｏｒｅｌｌｉ，“Ｄａｌ　Ｍ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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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药用价值，在古代地中海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等同于引发腐化颓废的奢侈

品，是地中海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①譬如，尽管黑胡椒在罗马的售价高达每罗马

磅４第纳尔，②但对普通人也并非高不可及，因为他们未必会成磅购买，每次购入的数量可能很

少。出土于英国文德兰德的１世纪晚期到２世纪初期的木板文书表明，甚至在边远地区，社会地

位最低下的居民也可能会购买一定数量的胡椒。③

（二）资金来源

一般而言，与从古典时代直到近代早期东地中海地区其他时段的情况类似，１—２世纪，经

营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商人出于现金短缺、规模效应和分担风险的考量，仍主要

借助海事贷款筹集贸易所需资金。④ 他们通常提供货物或船舶作为贷款的抵押品，穆泽里斯纸草

中的债务人就是以购自次大陆的胡椒、甘松、象牙等货物作为贷款抵押 （正面第５—１０行）。同

样，航行过程中如果贷款的标的物因不可抗拒的原因灭失，债务人可免除偿还贷款之责，一应

损失概由债权人承担 （譬如正面第１２行）。虽然纸草文书并未交待贷款利率，但从债权人全程

的严密监控不难推断，此次海事贷款的利率颇高。大体而言，穆泽里斯纸草记载的这宗海事贷

款是古代东地中海地区一次普通的海上贸易融资。

不过，与材料更丰富的公元前４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相比，２世纪中叶的这份纸

草文书记载的贷款呈现出不同特征。借贷双方采取了更加具体的举措，力图规避风险，追求利

润最大化。

首先，债权人的资金更雄厚，对贸易过程的监督和管控更严密。公元前４世纪雅典人经营

的海事贷款中，债权人往往由多人合伙或以钱庄为中介进行投资。⑤这种投资模式表明，公元前

４世纪雅典债权人的资金规模较小、投机性更强，投资理性略有欠缺。穆泽里斯纸草所载契约表

明，投资人的资金相当雄厚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他 （纸草中使用了单数形式）不但独立出

资，长期经营，而且还拥有一批专门监管借贷和商贸业务的代理人或管事 （正面第１、５、１５、

２４行）。从这份文书可以推断，出资者至少在亚历山大里亚、科普托斯、红海沿岸的港口，甚至

穆泽里斯港派驻有代理人。⑥此外，他有专用驼队，负责将货物从红海港口运送到科普托斯 （正

面第２—４行），以此保证贷款的抵押品———贩运自东方的货物在沙漠地区的运输安全，同时防

止商人在陆上运输过程中侵吞挪用。上述情况表明，从事罗马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可能并

非总是芬利等人所强调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或外邦人，⑦ 从下文的分析可见，他们更可能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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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上层的巨富者。

其次，债务人的利益会得到更多保护。与古代多数借贷契约类似，公元前４世纪雅典海事
贷款中处处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譬如，违约时，债权人不但有权占有债务人的货物，

而且还可剥夺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在规定时间内如果商人未能到达规定地点，债权人可
提高贷款利率。①但与此前不同，穆泽里斯纸草所载的海事贷款契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债务人的
利益。一方面，到达红海沿岸港口后，出资者会立即将货物扣押存入关栈，并以他的名义到关
税部门登记 （正面第４、６、９行）。虽然出资者的目的不外乎防范商人侵吞挪用抵押货物，但客
观上因货物名义上的所有权已属出资者，商人不再负担沿途缴纳的各种捐税和运费，从而减轻
了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契约规定，如果债务人无法按时偿清贷款，出资者可按
当时的市价获得货物的所有权。该举措对借贷双方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货物价值不足，

出资者可先扣除贷款利息 （正面第２２—２３行），然后到法庭指控债务人，要求偿清所欠款项。

如果货物价值充足，出资者可按市价收购货物 （正面第２１—２２行），在抵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后，

必须将剩余款项归还作为债务人的商人 （正面第２５—２６行）。虽然在购得货物后，债权人可将
其转卖他人 （正面第２０行），从中谋利；但从商人的角度看，只要能将数量可观的货物安全运
抵亚历山大里亚，他至少能确保货物的销路，从而获得一定的利润。因此，拉什邦和德·罗曼
尼斯都认为，出于利润、资金周转、货物价值及销路的考虑，到港后大多数商人可能会立即将
一部分甚至全部货物转卖给出资者，而不会花费大量时间自行零售。②这可能是帝国初期埃及与
印度海上贸易的基本运作方式。

最后，契约的基本内容虽与现存公元前４世纪雅典海事贷款契约大体相同，但事实上运作
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般而言，古典时代雅典有计划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需自行外出寻求资
金。③但在２世纪的埃及，有投资意愿的富人通常主动贷款给商人前往印度次大陆。就穆泽里斯
纸草所载的海事贷款而言，贸易所需的一部分资金由出资者直接投入；此外他还可能安排此次
贸易的行程，并派手下的代理人和管事全程协助和监督 （正面第１、５、１５、２４行），防范海上
贸易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其实，出资者完全拥有足够的资金独自经营这宗贸易，但却将款
项贷给商人。他这样做可能更多是出于规避风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一方面，贸易过程
中，商人可能面临风暴、海盗乃至死亡的危险。而且商人虽是借贷中的债务人，但按海事贷款
的运作原则，他仍需提供大约一半贸易资金。换言之，商人分担了贸易过程中的一部分风险和
费用。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如果贷款给商人，出资者可确保海上航运及物资采购的专业性，

使海上贸易更富成效，所获利润也更高。如果由代理人或管事经营，就不可能达到商人的效率。

与出资者的仆役相较，商人对于海上航行的规律、次大陆的物产和市场分布状况更加熟悉；在
与印度人交往过程中，他们也更加得心应手。就有效性而言，在借贷过程中商人受风险和利益
的驱动，必然会全身心投入海上贸易，无法想象隶属于出资者的代理人或管事会具有同样的专
业性和经营热情。

（三）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英美学者大多认为，古代社会中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者。琼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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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 “大多是朝不保夕的可怜人，最多不过拥有一条船只，经营贸易所需资金全部来自抵押贷
款”。①以罗马社会分层为基础，芬利进一步剖析了富裕公民远离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的深层原
因。在他看来，职业总是与个人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公民权）相匹配，农业、政治和战争才是
古代社会公民的正当职业，经营商业贸易与公民身份不匹配。一般而言，公民不会从事盘剥其
他公民的经济活动，譬如借贷、租赁、经商，“没有一位显赫的骑士主要靠商业为生，也没有一
位骑士积极从事谷物贸易或亲自参与海上贸易。骑士尚且如此，更何况元老？” “证据明白无误
地表明，此类活动掌握在低等公民或富裕外侨手中。”即便是 “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的企业家
（也即罗斯托夫采夫谈及的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事实上也不是资金最雄厚、最具潜能的人”。②

然而，从穆泽里斯纸草背面所载货物的价值可见，情况可能比琼斯、芬利等人的推断更加
复杂。鉴于 “赫玛波隆”号商船在运抵埃及时货物总价值达９００多万塞斯退斯，在亚历山大里亚缴
纳四分之一税后总价值近７００万塞斯退斯 （背面第２６行），拉什邦、卡松、塞德波塔姆、德·罗
曼尼斯、莫雷利等学者一致强调，此次海上贸易的规模相当可观。９００多万或近７００万塞斯退斯
的购买力到底如何？近年来，研究者一般根据当时的工资或谷物购买量计算古代钱币的购买
力。③２世纪，埃及东部蒙斯·克劳狄亚努斯 （Ｍｏｎｓ　Ｃｌａｕｄｉａｎｕｓ）采石矿的石匠每月收入约合４７
德拉克玛；２世纪中叶，一名帝国士兵每月的薪水大约１００德拉克玛。④如按此计算， “赫玛波
隆”号商船所载货物纳税后的价值 （近７００万塞斯退斯）相当于一名技艺精湛的石匠４万年的工
资或相当于７万名士兵一月的薪金。此时，埃及的小麦均价约为每斗９德拉克玛。⑤如按此计算，

该船货物的价值等于７６９６５０斗 （ａｒｔａｂａｅ）小麦，约合２３２００吨。⑥根据当时埃及的粮食产量计
算，约需２００平方公里良田才可能生产出这些小麦。种植这些小麦需占用埃及可耕地的１％左
右。⑦虽然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但穆泽里斯纸草反映的事实已相当清楚，参与罗马埃及与印度
次大陆海上贸易的出资者和商人可能并非处于社会底层 “朝不保夕的可怜人”。

尽管如此，上述学者仍忽略了一个事实：纸草中记载的近７００万塞斯退斯可能只是这批东
方商品在埃及纳税后的销售价格，而非商人在印度次大陆收购这些商品的价格。如果参照前引
布罗代尔关于中世纪东西方胡椒贸易利润率的推算，这批货物在印度的成本价大约１００万塞斯
退斯。如果确实如此，鉴于纸草文书中借贷双方都使用了单数形式，我们可以从社会分层的角
度更加客观地考察此次海上贸易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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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认为，２世纪一位埃及农民每年的生活消费大约１５０德拉克玛。①古德史密斯的研究
表明，帝国初期，罗马人均占有财产约为４００塞斯退斯。此时，罗马社会贫富分化较大，６００个
元老家族 （平均资产２５０万塞斯退斯）虽仅占帝国人口的０．００４％，但聚集了０．６％的财富；占
人口０．３％的骑士 （平均资产５０万塞斯退斯）占据着６％的财富；占人口３％的最富裕居民 （平
均资产１．２万塞斯退斯）掌握着全国２０％—２５％的财富。②以此为参照，为这次贸易提供贷款的
债权人拥有的财产肯定超过５０万塞斯退斯 （贸易所需的一半资金），属于占全国人口０．３％的骑
士阶层。不能忽视的是，根据古代地中海世界海事贷款的通行惯例，债务人最多只能贷入贸易
所需的一半资金，购买货物的其余资金需由商人自行承担。如果２世纪该条款仍然通行，③那么
在取得这笔贷款时，穆泽里斯纸草谈及的这位债务人手里已拥有一笔同等数额的资金 （５０万塞
斯退斯）。此外，他至少还会按商船所载货物价值的１％向船主支付运费和船员的薪金。④单凭支
付的这笔１万塞斯退斯的运费和薪酬，这位商人就已超过最富有者的平均资产水平。换言之，这位
亲自到印度经营贸易的商人也不是一位 “低等级公民”，可能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一位经
济地位显赫的人物。甚至运送货物的船主可能也不是一位 “朝不保夕的可怜人”。正如德·罗曼尼
斯指出的那样，⑤ 由于 “赫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全部货物在纳税之前价值９００万塞斯退斯，仅
本次航程，船主及其船员也可获得收入９万塞斯退斯，船主及其水手会因此得到一笔相当不菲
的收入。⑥鉴于他们承担的风险最大，塞德波塔姆甚至认为他们获得了贸易利润的最大份额。⑦

必须指出，前往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并非罗马东方贸易的全部内容。除了与次大陆的海上贸
易之外，１—２世纪，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还与红海周边的阿杜里斯、托勒迈伊斯·泰隆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ｓ　Ｔｈｅｒｏｎ），东非之角附近的哲伊拉 （Ｚｅｉｌａ）、柏柏拉 （Ｂｅｒｂｅｒａ）、赫伊斯 （Ｈｅｉｓ）、哈蕃
（Ｒａｓ　Ｈａｆｕｎ）及更南的桑给巴尔、拉普塔，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亚丁、坎奈 （Ｋａｎê）、莫斯卡·利
门 （Ｍｏｓｃｈａ　Ｌｉｍｅｎ），以及波斯湾周边的港口有海上贸易往来，上述地区也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没药、

熏香、珍珠等物产的主要供应地。然而，与往返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不同，前往上述地区主要
是附岸航行，受季风影响较小，商人通常会在沿途各港口收购和销售货物。因此，航行在红海、

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周边的商人拥有或借贷的资金，与往返于印度次大陆的商人不可相提并论。

因船舶的载重量较小且船上所载货物价值相对较低，船主及其水手的收入可能也不会太高。⑧

综上所述，当下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世界的富裕者是 “食利者而非投资者，一旦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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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３４．６－７，４０；３５．１８．德·罗曼尼斯的研究表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海事贷款在运作方式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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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运费是按货物的成本征收还是运抵目的港之后的价格征收。如果按成本计算，那么运费
为１万塞斯退斯。除船主 （ｎａｕｃｌｅｒｕｓ，有时可能两名）外，罗马商船的人员配置还包括一名船长
（ｍａｇｉｓｔｅｒ　ｎａｖｉｓ）、一名操帆员 （ｇｕｂｅｒｎａｔｏｒ）、一名大副 （ｐｒｏｒｅｕｓ）、一名二副 （ｔｏｉｃｈａｒｃｈｏｓ）、一名理
货员 （ｐｅｒｉｎｅｏｓ）、若干名帮手。大型海船上，可能还包括几名舵手 （ａｕｒｉｇａｅ）、木匠 （ｆａｂｅｒ）、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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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 （至少没有减少之虞），他们就会满足于已有财产，竭力维持与其身份相符的生活方式”①

的观点可能稍显武断。无论从工资收入、小麦购买量还是社会经济分层看，至少在２世纪，不
少参与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人员收入相当可观。就经济地位而言，其中一部分从业者，

譬如穆泽里斯纸草中记载的借贷双方，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同时，从业者大概也没有因为海上
贸易或借贷是低贱职业避而远之。②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从事海上贸易或经营海事贷款可能正是
这些人发家致富的捷径之一。③经营过程中，他们似乎也并未如学者们断言的那样， “一旦成为
‘食利者’过上舒适生活，大多数商人急于放弃努力，不再挣钱”，④相反，安排在各港口的辅助
人员、专用于东部沙漠运输的驼队，都是他们长期参与海上贸易的明显证据。“赫玛波隆”号商
船的借贷双方投资或参与海上贸易，其目的大概不外乎是增加财富；通过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
赚取财富，维持与己身份相符的奢侈生活。

四、东方贸易与帝国盛期的罗马经济

当下英美主流学者大体仍秉承琼斯、芬利等人的 “正统理论”，认为古代社会是农本经济，“跨
区域贸易的规模微不足道……即使是海上贸易，在生产总值所占比例也非常微小”。在他们看来，

导致远距海上贸易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首先，地中海世界不同地区间的气候大致相同、生产的作
物类似；其次，贸易规模小和生产技术投资少，不足以降低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不足以抵消高额
的运输费用；最后，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大多相当贫穷，对于奢侈品的购买力有限。因此，“甚至贸
易能否称为古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存在争议”，“与贸易规模微不足道相对应，商人的地位往
往低下”。⑤正如琼斯强调的那样：“在罗马帝国的经济中，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所起的作用非常小。

最基础的产业是农业。帝国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农民，社会上层的财富主要来自租金。虽然他们
也许会从贸易中挣得些许财富，有时在政府中任职或者从事更有利可图的职业，譬如雄辩术，

但他们主要投身于农业，这才是财富的稳定来源。”⑥总之，海上贸易及从业者的地位受到严重贬
斥。卡特里奇甚至认为，在古代社会，９８％的产业是以维持自给自足为第一要务的农业经济，

包括海上贸易在内的所有非农经济仅占２％。⑦从本文关于穆泽里斯纸草的解读可见，东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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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Ｐａｕｌ　Ｍｉｌｌｅｔｔ，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ｔｈｅｎｓ，ｐ．１７１．
在贝雷尼塞的垃圾堆中发现的一封帝国初期的信件中，一位名为希卡妮 （Ｈｉｋａｎｅ）的母亲抱怨说，她
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在海外经商的儿子伊斯多鲁斯 （Ｉｓｉｄｏｒｕｓ）的平安信了。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ｅｓｅｒｔ，ｐ．１９１．
考古材料表明，意大利的佩提西乌斯 （Ｐｅｔｉｃｉｕｓ）家族、波提奥利的安尼伊 （Ａｎｎｉｉ）家族直接参与了东
方贸易。（Ｒｏｂｅｒｔａ　Ｔｏｍｂｅｒ，Ｉｎｄｏ－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Ｆｒｏｍ　Ｐｏｔｓ　ｔｏ　Ｐｅｐｐｅｒ，ｐ．１５２）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
更多罗马元老积极参与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的证据，可参见Ｊｏｈｎ　Ｈ．Ｄ’Ａｒｍ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ｏｍ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共和国末期，ｐｐ．３９－４７；帝国
初期，ｐｐ．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８；Ｈ．Ｗ．Ｐｌｅｋｅｔ，“Ｕｒｂａ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ｒｎｓｅｙ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ｐ．１３０－１４４，ｅｓｐ．ｐ．１３７．
Ｓ．Ｃ．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８，ｐ．１５３．
关于新正统理论的总结，参见 Ｋｅｉｔｈ　Ｈｏｐｋｉ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ｒｎｓｅｙ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ｐ．ｘｉ－ｘｉｉ，所引分别见ｐｐ．ｉｘ－ｘ，ｘ，ｘｉｉ．
Ａ．Ｈ．Ｍ．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Ｂｒｕｎｔ，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７４，ｐ．３０．
Ｐａｕｌ　Ｃａｒｔｌｅｄｇ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ｖｏｌ．５，１９９８，ｐ．６．



在盛期罗马帝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和对罗马国家财政的贡献可能与上述图景并不完全吻合。

（一）东方贸易的规模及其在盛期罗马帝国经济中所占比例

不得不承认，“赫玛波隆”号商船载货情况是现今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一个事例。不能排除纸草所载只是一个特殊事例。塞德波塔姆提

醒，不要指望合理估算东方贸易的规模，①他的提醒仍值得时刻注意。但是，面对如此详实而难

得的实证材料，人们仍有理由以此为基础推算当时东方贸易的规模和水平。②如果 “赫玛波隆”

号商船并非罗马帝国盛期埃及东方贸易的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典型事例，③那么结合考古和其他

文献材料，不但可从中管窥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规模，而且还可一定程度上推断东方贸易

在罗马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关于罗马帝国初期东方贸易的规模，老普林尼给出的两组数据早已为人熟知：

由于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可靠的数据，所以讨论从埃及出发 （到东方）的海上贸易并非

不合适。这是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无论何年印度吞噬我国的财富都不会少于５０００万塞斯退

斯，商人用此购回的货物以原价的１００倍卖给我们。

阿拉伯海财运更为亨通，盖其供给吾人以珍珠也。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

流入印度、塞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退斯。以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

之酬价也。④

但是，学者们大多对老普林尼提供的数据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他为了达到道德训

诫目的无限夸大的结果。⑤

然而，并不能就此认为老普林尼的记载对于考察东方贸易的规模毫无参考价值，至少他明

确指出所引数据绝非主观杜撰。一方面，虽然在次大陆的考古中并未发现如此众多的罗马金银

钱币，但并不能据此否认钱币大量流入的事实。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次大陆各地 （尤其是

西南地区）埋藏的各个时代的罗马钱币数量相当可观。⑥可以想见，仍有大量罗马钱币埋藏地下

还未被人发现。另一方面，正如一部分学者强调的，进入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北方地区后，罗马

金银钱币可能被当地统治者融化，重制成贵霜钱币。⑦从文献角度看，罗马钱币确为西方商人与

次大陆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据 《红海航行志》，在古吉拉特地区的婆卢羯车， “罗马钱币，无

论金银，控制着与当地钱币的交换，收益颇丰”；次大陆最南端的巴卡雷 （Ｂａｋａｒｅ）是胡椒和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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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Ｒｏ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ａ　Ｔｈａｌａｓｓａ，ｐ．４６．
对于几百年来学者们的推断，参见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４７．
近年来穆泽里斯纸草被广泛运用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研究，相关评论，参见 Ｅｌｉｏ　Ｌｏ　Ｃａｓｃｉｏ，
“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ｐ．１６５．关于穆泽里斯纸草的典型性，见本文第二部分。

分别参见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６．１０１；１２．８４．第二段译文借鉴张星烺编，朱杰勤校注 《中西交通
史料汇编》第１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１—２２页），稍有改动。

Ｍ．Ｉ．Ｆｉｎｌｅｙ，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１３２；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Ｒｏ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ａ　Ｔｈａｌａｓｓａ，ｐｐ．３６－３９．
在大约７５处遗址中，特纳发现了超过６０００枚公元１—３世纪的罗马银币和３００枚金币。 （Ｐａｕｌａ　Ｊ．
Ｔｕｒｎｅｒ，Ｒｏｍａｎ　Ｃｏ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ｙａｌ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９）近年来，这一数据有大幅
度增加，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ａ　Ｔｏｍｂｅｒ，Ｉｎｄｏ－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Ｆｒｏｍ　Ｐｏｔｓ　ｔｏ　Ｐｅｐｐｅｒ，ｐ．３１．
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６页；Ｇｒａｎｔ　Ｐａｒｋｅｒ，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ｐ．１８５．



皮的主要集散地，但即便这里也有一个市场， “大量的钱币、橄榄石、色彩斑斓的纺织品……”

在此交换。①不能忽视的是，在次大陆发现的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物品数量颇丰且类型各异，包括

玻璃制品、葡萄酒、鱼酱、橄榄油、陶器和金属制品等。除上述留存至今的物品外，据 《红海

航行志》，印度次大陆对产于罗马帝国境内的服装、彩色织物、雄黄等化学物质、珊瑚、粮食也

有不小的需求。罗马商人还会将沿途阿拉伯和东非所产的熏香、象牙、葡萄酒等物品购往印度。

此外，埃及红海沿岸港口出土了大量产自次大陆的陶瓶。这表明双方有可能通过以物易物的方

式交换产品。②换言之，钱币数量未必能够完全展现两地的贸易规模。总之，各种证据表明，埃

及与次大陆的贸易规模大概并未如某些学者力图证明的那样不值一提。

除老普林尼的记载和考古材料外，本文谈及的穆泽里斯纸草对于评估２世纪罗马埃及与印度

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规模也颇有助益。据斯特拉波记载，公元前后，每年从埃及红海沿岸的米奥斯·

荷尔莫斯港驶向印度的商船多达１２０艘。③２世纪，除米奥斯·荷尔莫斯港和贝雷尼塞港外，尼

凯西亚、克吕斯玛等港口可能在埃及与次大陆的海上贸易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④即便按最保

守的估算，每年从次大陆安全返回埃及红海沿岸港口的商船也不会少于１００艘。⑤ 如果接受德·

罗曼尼斯通过与１６世纪驶往印度的葡萄牙商船比较研究得出的计算结果，认为此时航行于埃及

与次大陆的商船载重量超过５００吨，所载货物价值与 “赫玛波隆”号相差无几，⑥那么每年从次

大陆运抵的货物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售价将超过９亿塞斯退斯。运抵罗马后，这些货物至少价值

１０亿塞斯退斯。该数额远超老普林尼估计的５０００万塞斯退斯，⑦ 也大大超出他估算的流向中

国、印度、阿拉伯的１亿塞斯退斯白银。

必须强调的是，抛开道德训诫，老普林尼提供的数据本身也需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他并

未交待数据的来源，可能借用前人的材料，甚至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的流言。其次，正如上文所

述，抵达罗马的东方商品有可能取道波斯湾、经帕尔米拉到黎凡特、最后运抵罗马。拉什邦认

为两条商道运载货物的价值大体相当。⑧复次，就消费者而言，除罗马城之外，帝国境内的亚历

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迦太基等城市也是人口众多的消费中心，⑨ 对东方商品也有巨大需求。最

后，老普林尼并未明确交待５０００万塞斯退斯是指商人在次大陆购货时支付的成本，还是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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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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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Ｐｅｒｉｐｌｕｓ，４９，５６．
考古证据参见Ｖｉｍａｌａ　Ｂｅｇ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ｕｍａ，ｅｄｓ．，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
其中陶器见ｐｐ．４６－８１，１３４－１５０，１５７－１９６；青铜器见ｐｐ．８２－１１２；玻璃见ｐｐ．１１３－１２４；葡萄酒见ｐｐ．１５１－
１５６，２０４－２１５；其他物品参见Ｐｅｒｉｐｌｕｓ，２７，３９，４９，５６－５７；以物易物参见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ｕｌｓ
Ｍａｒｉｓ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ｉ，ｐｐ．２９－３１．
Ｓｔｒａｂ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２．５．１２；１７．１．１３．
参见Ｓ．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Ｒｏ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ａ　Ｔｈａｌａｓｓａ，ｍａｐ　１；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ｅｓｅｒｔ，ｐｐ．１５７－１６８．
这里借鉴了威尔逊的最保守的估计。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ｄ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ｉｎ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Ｍａｉｕｒｏ，ｅｄｓ．，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Ｎｉｎ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ｄｏ－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ａｄｅ，ｐ．２３．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３４－１３９．德·罗曼尼斯对于
“赫玛波隆”号商船载重量的计算结果是６２０吨，这与卡松推断的５００吨大体相当。Ｌｉｏｎｅｌ　Ｃａｓｓｏｎ，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８３－１９０．
５０００万塞斯退斯比凯撒征服高卢后罗马对此地征收的年贡 （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Ｄｉｖｕｓ　Ｉｕｌｉｕｓ，２５）还多。

Ｄ．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Ｔｈｅ　Ｍｕｚｉｒｉ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ｐ．４７．
邓肯－琼斯认为，２世纪，罗马城人口已达１００万，而另外三座城市的人口也在２５万至５０万之间。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ｕｎｃａｎ－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２５９－２８７．



帝国的销售金额。不过，叙述过程中，老普林尼使用了 “吞噬”（ｅｘｈａｕｒｉｅｎｔ）、“夺走”（ａｄｉｍ）

等词汇，并特别强调商人 “用此 （５０００万塞斯退斯？）购回的货物以原价的１００倍卖给我们”。

从老普林尼的叙述可见，这笔金钱可能并非印度商品在罗马城的销售金额，否则他强调商人的
利润就没有意义。同样，“每年流入印度、塞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的１亿塞斯退斯，大概也
是商人在东方收购上述商品时支付的总金额。如果上述推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按前述布罗代
尔推算的利润率，那么在老普林尼生活的１世纪中叶，东方商品在帝国境内每年的销售总额可
能达９亿塞斯退斯，其中来自次大陆的商品销售额近４．５亿塞斯退斯。老普林尼生活的时代并非
东方贸易的顶峰时期，到穆泽里斯纸草反映的２世纪中叶，帝国进入鼎盛的安东尼王朝，社会
安定，人民生活富足，东方商品的消费数量定然有大幅度提高。①到那时，老普林尼估计的９亿
塞斯退斯东方商品的消费额已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如果 “赫玛波隆”号商船确为２世纪中叶
东方贸易的一个典型缩影，②那么经红海的东方贸易 （１０亿塞斯退斯）无疑在盛期罗马帝国的经
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③

如此巨额的贸易数额是否可能？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近２０００年前的罗马居民每年消费几亿
甚至几十亿塞斯退斯东方商品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可能会得出不
同的答案。首先，自共和国晚期起，罗马城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消费城市。随着共和
国的扩张，地中海世界的财富集中到首都，城里聚集着整个帝国最显赫最富裕的统治阶层。

奥古斯都时代帝国首都的人口可能就已达到１００万。２世纪哈德良统治时罗马城的人口还有一定
程度的增长。④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超过了此前地中海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随着和平的到来、

财富的增加，原来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的钻石、珠宝、玳瑁、珊瑚、香水、香膏和精制织物
等，如今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家资中产、财力稍逊的罗马居民甚至居于乡村的居民也偶尔
（或者时常）消费这些商品，以便提高生活品质。⑤此外，随着罗马人口的激增，宗教活动日益频
繁，胡椒、乳香、没药、肉桂、桂皮、甘松等原被视为奢侈品的东方商品，因宗教祭祀和治疗
疾病的需要，需求量也大幅度增加。⑥其次，帝国时代，皇帝为了笼络人民、宣扬帝国的富强和
声威，罗马精英为了获得个人声望或在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不断推动着赛会、宴会、免费食
品发放的规模和花费节节攀升。因为在罗马人看来，宴会和赛会 “是对朋友的义务，对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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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ｏｍ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１８６－１８７；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Ｒｏ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ａ　Ｔｈａｌａｓｓａ，ｐｐ．
３９－４０．考古成果表明，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是１世纪中叶到２世纪初。Ｓｔｅｖｅｎ　Ｅ．
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ｅｓｅｒｔ，ｐ．１７９．
必须再次强调，“赫玛波隆”号商船可能是一宗特例，但鉴于东方商品的高昂价值、商船巨大的载重
量、长久的耗时，每艘商船所载货物的价值也定然不菲。

古德史密斯研究认为，帝国初期罗马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２００亿塞斯退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ｐ．２６３）泰
明认为公元１世纪，罗马的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００亿塞斯退斯。 （Ｐｅｔｅｒ　Ｔｅｍ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Ｇ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ｏｍ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Ｅｌｉｏ　Ｌｏ　Ｃａｓｃｉｏ，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ｚｉｏ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　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ｎｅｌ　ｍｏｎｄｏ
Ｒｏｍａｎｏ，Ｂａｒｉ：Ｅｄｉｐｕｇｌｉａ，２００７，ｐｐ．３１－５４）如果加上经波斯湾运抵的东方商品，东方贸易在罗马国内
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可能更高。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ｏｒｌｅｙ，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Ｂ．Ｃ．－
Ａ．Ｄ．２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３８．
Ｇｒａｎｔ　Ｙｏｕｎｇ，Ｒｏｍｅ’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ｅ，ｐｐ．２００－２０１；Ｓｔｅｖｅｎ　Ｅ．Ｓｉｄｅｂｏｔｈａｍ，Ｂｅｒｅｎｉ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ｐｉｃｅ　Ｒｏｕｔｅ，ｐ．２５０．
Ｇｒａｎｔ　Ｙｏｕｎｇ，Ｒｏｍｅ’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４－１６．



补贴，是候选人表达善意的礼物”。①为了举办角斗表演，需要大量域外猛兽，因此在前引征税名
录中出现了来自东方的狮子、豹子、黑豹等；为了举办丰盛的宴会，需大量的食材和香料，“赫
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５００多吨胡椒和甘松可能就是为了满足罗马人宴会的需要。最后，尽管
帝国初期多次禁奢，但社会的奢靡之风越演越炽。哲学家小塞涅卡谴责说：“人们吃到吐，吐后
继续吃。他们的菜品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仍不辞辛劳地将所有东西塞到肚子里。”②为
了展示自身的阔绰，人们会花上三个厨师的价格购买一条鱼。有时一条胭脂鱼的售价竟达６０００
塞斯退斯。③皇帝卡里古拉的妻子卡桑尼娅 （Ｃａｅｓｏｎｉａ）一件外衣上装饰的珠宝价值高达４０００万
塞斯退斯。④在此社会背景下，每年来自东方的价值近２０亿塞斯退斯的商品，在罗马、亚历山大
里亚、安条克、迦太基等城市完全可以找到广阔的消费市场，正如前面谈到，其中一半产品可
能由红海经亚里山大里亚运抵罗马。

（二）东方贸易对罗马帝国财政的贡献

自老普林尼以来，人们一般认为，东方贸易不但腐蚀了罗马人的道德，而且也侵蚀着罗马
国家的经济。在老普林尼看来，每年有超过１亿塞斯退斯的银币流入东方，导致帝国财政的赤
字。显然，他没有考虑到，除钱币流出外，每年还有价值不菲的产自地中海世界的葡萄酒、橄
榄油和玻璃器皿、青铜器具等手工制品销售到次大陆，⑤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贸易逆差。更重要
的是，老普林尼根本没有注意到，通过对运抵红海各港口的进出口商品征税，帝国的财政收入
得到了进一步增加。

罗马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人头税、行省贡金、间接税、公共财产使用税和特别税构成。到帝
国初期，罗马对行省赋税、公共财产使用税的征收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了包税制，并
以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不过，间接税的征收方式几乎没有太大改变。⑥罗马征收的间接税主要包
括港口税、出入境税、市场税、路桥税、拍卖税及释奴税等。⑦在芬利和维特克看来，罗马帝国
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主要是获得奢侈品，贸易数额相当有限，在帝国经济中无足轻重。⑧自然的推
论是，罗马从东方贸易中征收的港口税、出入境税、路桥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穆泽里
斯纸草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东方贸易对帝国财政的贡献。

纸草的正面和背面 （正面第８、１６行，背面第３、５、１０、１２、１７、２０行）都多次强调，“赫
玛波隆”号商船抵达亚历山大里亚港后需缴纳的最重要税种，是占货物总价值四分之一的入境
税。纸草记载的这６种货物需缴纳的入境税达２３０万塞斯退斯。同样根据斯特拉波提供的数据，

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每年有１００艘与 “赫玛波隆”号类似的商船能够从次大陆安全驶抵埃及，

那么，罗马每年从经红海港口入境的货物中可征税收２．３亿塞斯退斯。按照邓肯－琼斯的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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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ｉｃｅｒｏ，Ｐｒｏ　Ｍｕｒｅｎａ，３５．
Ｓｅｎｅｃａ，Ａｄ　Ｈｅｌｖｉａｍ，１０．３．
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９．６７；Ｊｕｖｅｎａｌ，Ｓａｔｉｒｅｓ，４；Ｇ．Ｐａｒｋｅｒ，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Ｉｎｄｉａ，ｐ．１８８．
Ｐｌｉｎ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９．５８．１１７．
Ｖｉｍａｌａ　Ｂｅｇ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　Ｐｕｍａ，ｅｄｓ．，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ｐｐ．３９－１６９．
Ｒｏｓｃｏｅ　Ｐｕｌｌｉａｍ，“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９，ｎｏ．９（Ｊｕｎ．１９２４），ｐｐ．
５４５－５５３，关于帝国初期间接税的征收，参见ｐ．５５１．
Ｒｏｓｃｏｅ　Ｐｕｌｌｉａｍ，“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Ｓｔａｔｅ，”ｐ．５４７．
Ｍ．Ｉ．Ｆｉｎｌｅｙ，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ｐ．３３，１２９－１３９；Ｃ．Ｒ．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Ｏｐｕｓ，Ｂｄ．４（１９８５），ｐｐ．４９－７５．



果，这笔收入已占２世纪罗马帝国军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①不应忘记，这只是每年对从印度次
大陆输入商品征收的入境税。此外，罗马还会向阿拉伯、东非、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周边地区
输出钱币、葡萄酒、鱼制品。同样这些产品也必须缴纳四分之一的出境税。穆泽里斯纸草谈到
的四分之一税，可能并非专门针对 “赫玛波隆”号征收的高税率。从斯特拉波、帕尔米拉出土
的铭文、《红海航行志》的记载看，直到３世纪初之前，所有出入帝国国境 （至少帝国东部地
区）的商品可能都必须缴纳此税。②不唯如此，穆泽里斯纸草的正 （第３行）背 （第１２、２２行）

两面都谈到，来自东方的商品还需缴纳港口税 （税率未知）和沙漠道路的使用税 （税率为

２．５％—２．６％）。③由于罗马针对东方商品征收的都是实物税，所以在科普托斯和亚历山大里亚，

政府都修建了征税货仓 （正面第４、８行）。通过征收上述赋税，罗马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地中
海世界最大的东方商品拥有者。除了满足国家的消费外，以入境税或港口税征收而来的大部分
东方商品将被卖给个体商人。因此我们看到，老普林尼记载说： “个体商人 （在亚历山大里亚）

以每塞克斯塔里斯 （Ｓｅｘｔａｒｉｕｓ）３００第纳尔的价格从司库那里购得香油，然后以１０００第纳尔的
价格转卖出去。”④

上述事实表明，帝国财政从东方贸易中获益颇丰。虽无精确的数据明确说明东方贸易对盛
期罗马帝国财政的贡献有多大，但其他时代的情况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斯特拉波记载说，在克
利奥帕特拉之父奥莱特斯 （Ａｕｌｅｔｅｓ）统治时，埃及每年征收的出入境税达２５００塔兰特。他强
调：“如果在托勒密王国糟糕无序的管理下，埃及就可获得如此巨额的收入，可以设想，在如今
尽职尽责的管理下，在印度和东非的贸易增长如此迅猛的情况之下，这笔收入会达到什么程
度？”⑤其实，在古代商业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中，关税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奥莱特斯统治
时，托勒密埃及各种赋税的总收入为１２５００塔兰特，其中出入境关税约占财政收入的２０％。邓
肯－琼斯估计，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从出入境税、港口税和市场税中能够获得７７４０万塞斯退
斯，占埃及年财政总收入 （２５．９亿塞斯退斯）的３０％。⑥在前工业化时代进出口贸易比较发达地
区或城邦的财政收入中，关税所占地位从１７世纪初的威尼斯可见一斑。１６０２年，威尼斯的财政
总收入为１８５万杜卡特。其中，对来自黎凡特和亚德里亚海的商船征收的６％入境税总额为１１．９
万杜卡特，对出境商船征收的关税总额为２６．５万杜卡特，对陆上贸易征收的关税总额为９．１万
杜卡特。所有关税约占此年威尼斯总财政收入的２６％。⑦

既然东方贸易对于埃及行省乃至帝国的财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不难理解罗马帝国为
何会在阿拉伯半岛、库什、阿杜里斯等地发动战争，在红海南端靠近曼德海峡的法那桑岛
（Ｆａｒａｓａｎ）派驻海军，重新开通和疏浚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修建连接埃及红海沿岸大小港
口的哈德良大道，在东部沙漠地区铺整道路，新修水井、驿馆、路标，并派兵巡逻保护。虽然
保护和促进东方贸易未必是帝国的最初目标或唯一目标，但东方贸易不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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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０％，而且还通过税收，成为埃及行省甚至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基于这样的事实，

帝国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实际上达到了保护和促进东方贸易的结果。

五、结　　语

不可否认，当下所有古史研究者都不会否认农业在古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海上贸易和
海上贸易商人是否如芬利等人强调的那么不值一提？东方贸易是否仅集中于奢侈品的交换？海

上贸易规模是否相当有限？海上贸易对古代国家经济的贡献是否微乎其微？近年来，芬利等人
倡导的古代经济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海上贸易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日渐受到学者们的
重视。本文围绕穆泽里斯纸草展开的讨论可从购买力、贸易规模、商人的地位等层面一定程度
上修正 “正统理论”的某些极端看法。

首先，帝国鼎盛时期罗马居民对东方商品的购买力较强。证据表明，来自东方的商品并非
总是奢侈品，日常生活用品和用于提高生活品质的 “半奢侈品”同样重要。即便所谓的 “奢侈
品”，一部分因具有宗教和医疗功能而成为必需品，另一部分因帝国时期的政治需要、奢靡的社
会风气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而具有了广阔市场。因此，帝国居民对于东方商品的购买力
并非如芬利等人强调的那么有限，他们年均消费的东方商品甚至达到２０亿塞斯退斯。

其次，东方贸易的规模及其对帝国经济的贡献比当下学术界想象的更大。结合穆泽里斯纸
草、考古材料、《红海航行志》及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可见，每年经埃及红海港口输入的东方商
品在帝国境内的售价可能超过１０亿塞斯退斯。其他学者的研究证明，经波斯湾和陆上丝绸之路
输入的东方商品价值不会低于上述金额。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东方贸易为罗马帝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贡献了大约１０％。此外，从东方贸易中征收的关税，还是埃及行省乃至帝国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结合分布广泛的运装油料和葡萄酒的双耳瓶，考虑到雅典、罗马等城市对海外谷
物等生活必需品持续的需求，加上修缮建造商船的投入和花费，不难推导，海上贸易虽非罗马
帝国经济的根基，但无疑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海上贸易商人的经济地位未必总是那么低下。穆泽里斯纸草中的债务人投入的资金
庞大，来自富裕之家；借贷经营海上贸易的商人拥有的财富可与骑士等级相提并论；甚至运载
货物的船主和船上的水手都不能算作穷人。对他们而言，海上贸易并非有碍心智发展的 “低贱
职业”，他们也未必总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海上贸
易，成为一部分罗马居民 （穆泽里斯纸草中的借贷双方就是他们的代表）的重要产业。农业或
许仍是帝国盛期重要的产业部门，但在某些地区，它并不一定是唯一产业，甚至可能并非最重
要的产业。以琼斯和芬利为代表的坚持古代经济原始落后的正统理论，尤其是关于海上贸易的
论述，未必总能适用于每一个时段的每一个地区。

〔作者陈思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责任编辑：焦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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